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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阐明洞庭湖出口径流变化及生态效应,根据城陵矶 1960～2016 年的日径流量数据,采用生态盈

余和生态赤字两个生态径流指标,分别从年和季节尺度分析了洞庭湖出口径流变化,并讨论了其对洞庭湖生态系统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年生态盈余和年生态赤字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0～0.39 和 0～0.47,且年生态赤字比年生态盈

余的波动更加剧烈和频繁;季节生态径流指标差异较大,春季和冬季生态盈余波动比较频繁,夏季和秋季生态盈余变

化不大;除冬季外,春季、夏季和秋季生态赤字在水文变异后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高于生态盈余;季节生态变化总值整

体呈上升趋势,且在水文变异后更加离散,表明生态系统受到了较大的扰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导致径流变异的

主要影响因素。降水对生态赤字的影响较大;人类活动导致了高流量减少、低流量增加,使季节生态径流指标发生较

大改变。径流变化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基本准则表明,洞庭湖出口径流与生态系统具有紧密的联系,且径流改变对生态

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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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下的水文情势变化是河流、湖泊等水体的内在属性,对水域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1,2]。近年来,在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流域水文情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导致水域生态系统随之发生改变[3]。水文情势变化往往通过

选择特定的水文指标来定量化表征,是水文过程研究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涉及生态水文过程研究时就不得不考虑具有代表性的

生态径流指标,从而建立水文过程与生态过程之间的联系。所谓生态径流,是保证天然状态下河流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所需的径

流量和径流过程,以及伴随该过程所具有的温度、泥沙、水质、生物等特征[4]。阐明生态径流变化既有利于理解径流演变规律,

又有利于厘清其与生态系统的响应关系,在生态水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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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径流变化及其可能的生态影响,学者们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Vogel 等[5]基于流量历时曲线(Flow duration 

curve,FDC)提出了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两个生态径流指标,用来评估由于径流改变所导致的水域生态系统所需水量的多寡。根据

生态径流指标、水文改变指标(Indicators of hydrologic alteration,IHA)等方法,Homa 等
[6]
评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各流域的

水文情势变化,Li 等[7]研究了跨国河流——湄公河的径流变化,Wang 等[8]分析了大坝对长江径流变化的影响,Zhang 等[9]、张宗娇

等[10]分析了黄河的径流变化特征及其生态效应。生态径流指标在我国东江流域的水文情势改变及其生态效应评估中有比较充分

的研究,相关学者有 Zhang等[11]、顾西辉等[12]、Lin等[13]。此外,Gao等[14]对比分析了生态径流指标和 IHA两套代表性的水文指标,

认为 IHA虽然能较为全面的概括水文情势的变化特征,但是 IHA的 33个参数间存在冗余性问题,而生态径流指标也能够很好的表

征水文情势的变化,这在 Zhang 等[15]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因此,采用生态径流指标分析水文情势变化及其生态效应可

以有效地避免 IHA的冗余性问题,是生态水文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 

洞庭湖位于复杂的“江-河-湖”系统中,加上长期以来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其水情变化极其复杂,是学者

们的重点研究对象。洞庭湖出口是“江湖”的交汇点,其水情变化由长江和洞庭湖共同控制。目前,关于洞庭湖出口水情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水位的时空变化特征[16～18]、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位的影响[19～22]、江湖水量交换[23,24]等方面。然而,关于洞庭湖出

口生态径流变化的研究鲜见报道,径流变化的生态效应也仍不清楚。因此,本研究分析了洞庭湖出口城陵矶近 60年的径流变化特

征,并讨论导致径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径流变化的生态效应,以期为洞庭湖的水资源管理和生态系统保护提供科学参考和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是我国目前仅存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在调蓄洪水、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洞庭湖水系极其复杂,入湖径流包括长江三口(松滋、太平、藕池)、湖南四水(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和区间径流(新墙河、

汨罗江等)3部分,其中长江三口来水占 37.1%,湖南四水来水占 54.6%[25];经过湖泊调蓄后,再由唯一的出口——城陵矶排泄入江。

城陵矶作为江湖的交汇点,其水文状况是反映江湖水情的重要指标[16,17]。 

1.2数据 

水文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为城陵矶 1960～2016 年逐日径流量数据。气象数据下载自中国气象数据网

(http://data.cma.cn/),包括洞庭湖流域内 16个气象站的逐日降水量,时间序列为 1960～2016年。 

1.3研究方法 

1.3.1Mann-Kendall检验 

Mann-Kendall 检验(简称 MK 检验)可用于确定长时间序列水文参数的突变点。对数据序列 x1,x2,……,xn,设 mi为样本 xi>xj

的累计数(1≤j≤i),定义统计量: 

 

则 dk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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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dk标准正态化: 

 

给定显著性水平 α=0.05,当 UF(dk)>1.96 时,表明有显著上升趋势;当 UF(dk)<-1.96 时表明具有显著下降趋势。对于逆序列

UB(dk),采样同样的计算方法。若 UF(dk)和 UB(dk)在置信区间内相交,则交点即为可能的突变点[26,27]。 

1.3.2生态径流指标 

生态径流指标包括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可通过FDC计算得到。FDC可以看作是某时段内的径流量(Qi)为超过概率(Pi)的函数,

其中,Pi根据 Qi按照降序排列得出: 

 

式中:i为秩次;n为 Qi的样本大小。 

将水文变异前的径流量作为基准,分别计算出 25%和 75%分位数 FDC。当年或季节 FDC 超过 75%分位数 FDC 时,两者所围面积

定义为生态盈余;当年或季节 FDC低于 25%分位数 FDC时,两者所围面积定义为生态赤字(图 1)。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可以反映水

文变异导致的总体水量得失,其中,生态盈余代表满足河流生态系统需水所剩余的水量,而生态赤字代表满足河流生态系统需水

所缺乏的水量[5,28]。季节生态变化总值是年内各季节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的总和,可以从总体上反映径流改变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14]。 

1.3.3径流变化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基本准则 

Bunn 等[29]根据水文情势变化与水生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四项基本准则:(1)径流是河流自然生境的主要决定因素,而

这又是河流生态系统生物构成的主要决定因素;(2)作为对自然径流变化的直接响应,水生生物已经进化并拥有了独特的生命历

程模式;(3)保持河流的横向和纵向连通性的自然格局对大多数河流物种的生存力至关重要;(4)改变的水文情势有利于外来入侵

物种的生存。根据以上基本准则,可以进一步阐明径流与生态系统的作用关系,并分析改变的水文情势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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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的定义[5,28] 

2 研究结果 

2.1径流突变点的确定 

城陵矶 1960～2016年径流量的 MK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城陵矶径流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以及 2005～2016年均表现出了显著下降趋势。在 0.05 置信区间内,UF 与 UB 存在唯一的交点,

位于 1975～1976 年之间,即为突变点。因此,将 1976 年作为城陵矶径流量发生变异的年份,并据此划分研究时段,即 1960～1975

年为水文变异前,1976～2016年为水文变异后。 

2.2年生态径流指标变化 

从年尺度来看,城陵矶的年生态盈余和年生态赤字均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特别是年生态赤字的变幅明显强于年生态盈余

(图 3)。年生态盈余和年生态赤字分别在 1982年和 2011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0.39和 0.47。其中,2011年为洞庭湖流域的极端

干旱年,所以该年的低流量要显著低于 25%分位数 FDC,导致了该年的年生态赤字最大。年生态盈余在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至 70

年代处于较低水平,而从 90 年代后一直处于较大的波动状态,经历了先下降再升高的变化趋势。不同于年生态盈余,年生态赤字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平均值仅为 0.01,此后则处于高变幅状态下,最大变幅超过 0.46。年生态赤字经历

了先上升再小幅度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对比来看,年生态盈余(多年平均值为 0.06)小于年生态赤字(多年平均值为 0.09),且年生

态赤字的波动性明显强于年生态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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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年径流量的 MK检验 

 

图 3年生态径流指标和年降水距平百分比的时间变化 

2.3季节生态径流指标变化 

洞庭湖水文情势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24],因此有必要分析不同季节的生态径流指标变化。从图 4 可以看出,洞庭湖出口的季

节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变化差异较大。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生态盈余的多年平均值分别为 0.09、0.02、0.03 和 0.13,春季

和冬季生态盈余明显高于夏季和秋季,尤其是冬季生态盈余为四个季节生态盈余中最高的。与此相反,冬季生态赤字则是四个季

节中最小的,多年平均值为 0.08;秋季生态赤字最高,多年平均值为 0.18;春季和夏季生态赤字的多年平均值分别为 0.11和 0.09。

春季生态盈余始终处于波动状态,变幅为 0～0.35,尤其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变幅明显增大;夏季和秋季生态盈余总体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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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大,大致呈现出“高-低-高-低”的变化规律,其中,夏季生态盈余在 1971～1992 年和 2003～2013 年以及秋季生态盈余在

1970～1979年、1989～1997年和 2003～2016年几乎都为 0;冬季生态盈余波动最为强烈,尤其是水文变异后的变幅是水文变异前

的 4.86倍。春季、夏季和秋季生态赤字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始终处于较高变幅状态下;冬季生态赤字则位于低水平的

波动状态。水文变异前,季节生态赤字都是在较低的水平下变化,而水文变异后加剧了这一变化,春、夏、秋、冬四季生态赤字的

变化范围分别为 0～0.57、0～0.40、0～0.66 和 0～0.32。对比季节生态盈余和季节生态赤字,除冬季生态盈余高于冬季生态赤

字外,其余季节生态盈余都低于生态赤字。其中,秋季的差值最大,为0.15,秋季生态赤字是秋季生态盈余的6倍;春季的差值最小,

为 0.02;夏季和冬季的差值分别为 0.07和 0.05。此外,春季、夏季和秋季生态赤字比生态盈余的波动更加剧烈和频繁,而冬季则

恰恰相反。 

 

图 4季节生态径流指标和季节降水距平百分比的时间变化 

2.4季节生态变化总值的变化 

季节生态变化总值可以反映水量的总体得失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图 5为季节生态变化总值的散点分布图,并通过局部加

权回归方法(Loess 函数)进行拟合,进而观察其总体变化规律。从图 5 中可以看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季节生态变化总值

比较集中;然而在水文变异后,季节生态变化总值则越来越离散。季节生态变化总值的变率明显增大,进一步说明了水文变异后的

水情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且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了比较大的扰动。从 Loess 平滑曲线来看,季节生态变化总值在整个研究

时段内都保持着上升趋势,尤其是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以较快的速率增长,此后增长速率逐渐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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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季节生态变化总值的时间变化 

2.5径流变化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基于径流变化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四项基本准则,绘制了洞庭湖出口水文变异前后的水文情势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图(图 6)。从

图中可以看出,水文变异后(1976～2016年)的日平均径流量整体上低于水文变异前(1960～1975年),尤其是峰值流量被大大削弱;

然而,在前 100d(1～3 月)的枯水期阶段,水文变异后的日平均径流量反而高于水文变异前。水库或大坝在洪水期拦蓄洪水,而在

枯水期增加排泄量,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与水文变异前相比,水文变异后的洪峰流量明显下降,而部分枯水流量增加,表明变异后的水情更加稳定、变率更小(图 6)。

洪水和干旱事件的减少将会对河道形态、栖息地和斑块环境产生影响,其影响范围从藻类、植物到无脊椎动物、鱼类和水鸟,从

而威胁生物多样性(准则 1)。水文情势的波动性趋缓,使得径流的季节性变化不明显,加上极端径流事件出现时间的提前或延后,

都对水生生物的生命历程模式产生较大影响(准则 2)。例如,枯水流量出现时间的变化导致鱼类产卵活动发生紊乱,从而影响鱼类

种群数量和群落结构[30]。此外,洪水事件的发生频率和持续时间决定了洪泛平原的淹没时间和面积,进而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连

通性(准则 3)。对于本地物种来说,其必然适应了自然状态下的水文情势,然而改变的水文特性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外来入侵物种

的生存繁衍(准则 4)。由此可见,径流与生态系统具有密切关系,而生态系统也将随着径流特征的改变发生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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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水文变异前后的多年日平均径流量变化及其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3 讨论 

3.1径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3.1.1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引起洞庭湖水文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而洞庭湖的补给水源主要为降水转化的地表径流[31],因此其径

流变化可能与降水存在一定的联系。从图 3 和图 4 中可以看出,生态赤字变化与降水变化的一致性比生态盈余更好,尤其是春季

生态赤字变化与降水变化几乎同步,而生态盈余变化与降水变化几乎不具有一致性。从年尺度来看,生态赤字与降水的相关关系

明显好于生态盈余;从季节尺度来看,生态赤字与降水的相关关系也明显好于生态盈余。由此看来,生态赤字受降水的影响比生态

盈余更大。 

近年来,洞庭湖流域洪涝和干旱灾害频繁发生,一年内约有 2.8 个月和 2.4 个月分别表现为流域性的洪涝和干旱[32],出现了

“枯洪并存”的新现象[22]。据统计,洞庭湖流域在20世纪70～8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旱灾发生频率相对较高,尤其是2000～2009

年的特大旱灾频率最高,成灾年发生频率高达 80%[33]。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高于 75%分位数的高流量和低于 25%分位数的低流

量更多,所以年生态盈余和年生态赤字呈现出了较强的波动性特征,尤其是在水文变异后。洞庭湖流域降水量整体上呈现下降趋

势(图 3),且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 3～8月,其中夏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36.78%[34]。年、春季、夏季和秋季生态赤字与降水的

相关性均较高,表明了低流量受降水影响较大。但是冬季生态赤字与降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说明降水并非影响冬季生态赤字的

主要因素。 

3.1.2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 

洞庭湖水情主要受到长江干流和湖南四水的影响。从 20世纪 50年开始,长江和湖南四水先后建设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根

据长江中上游水利工程建设时间,洞庭湖的水文事件大致可以分为6个时期:调弦口封堵前(1951～1958年),调弦口封堵后和荆江

裁弯前(1959～1968 年),荆江裁弯中(1969～1972 年),荆江裁弯后和葛洲坝截流前(1973～1980 年),葛洲坝截流后和三峡水库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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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前(1981～2002年),三峡水库蓄水后(2003～2018年)[23]。此外,洞庭湖流域上水库建设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也进入了快速增

长阶段,特别是总库容超过 10×108m3的大型水库越来越多[35](图 7)。研究表明,城陵矶水文发生变异很可能是由于荆江裁弯、洞

庭湖流域水库蓄水等水利工程建设导致的
[36]

。 

 

图 7湖南省大型水库(总库容≥1×10
8
m
3
)总数量和总库容的增长变化(根据文献[35,41]中的数据绘制) 

水利工程建设、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等人类活动可以直接改变地表径流过程,会对洞庭湖出口径流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从图 7

可以看出,湖南省大型水库的总库容几乎呈指数曲线型增长。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水库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大型水

库(总库容≥1×108m3)越来越多,包括凤滩水库(总库容为 16.76×108m3)、东江水库(总库容为 91.48×108m3)、五强溪水库(总库

容为 42.90×108m3)、江垭水库(总库容为 17.41×108m3)、皂市水库(总库容为 14.40×108m3)等[35]。此外,长江干流上也实施了一

系列的水利工程,如三峡大坝、葛洲坝等。如此众多的大坝和水库拦蓄了大量的水资源,而且大多数水库都采用了汛前放水、汛

期过水、汛末蓄水的调度运行模式[21,35],导致了洞庭湖径流量的洪峰流量急剧减少,而枯水流量则有所增加。洪峰流量的减少会导

致 FDC整体下移,所以夏季和秋季的生态盈余明显减少,而秋季生态赤字有所增加。同样的,枯水流量的增加会导致 FDC整体上移,

所以冬季生态盈余明显变大,而且冬季生态赤字显著变小。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通过改变下垫面条件影响流域水循环过程。据湖南省林业厅的统计,湖南省的森林覆盖率在“十二五”

期间从 57%增长到 60%。一方面,径流系数与森林植被覆盖度具有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植被覆盖度的增加,地表径流量反

而降低[37];另一方面,植被恢复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质,促使土壤含水量增加以及更多的地表径流转变为壤中流和地下径流[38,39]。

因此,水文变异后的年和季节生态径流指标(图 3和图 4)以及季节生态变化总值(图 5)的波动性都更加剧烈,与这段时期内的大量

水库兴建、下垫面改变等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关系。有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对城陵矶径流变化的贡献率超过 80%[40],有力的说明了洞

庭湖出口生态径流变化与人类活动存在很大联系。 

3.2径流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从洞庭湖的 6个水文历史时期来看,调弦口封堵和荆江裁弯直接改变了三口入湖河流和长江的河道形态。加上长期受到泥沙

淤积、建垸、筑堤等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洞庭湖湖体发生了剧烈演变,原来完整的洞庭湖已经分解为相对独立的东洞庭

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 3个子湖体
[42]
。与此同时,洞庭湖区域形成了以草尾-嵩竹河三角洲、藕池河东支三角洲、沅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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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水洪道三角洲、资水三角洲等为主的 5 大三角洲格局[43],导致了湖区的栖息地环境更加复杂,斑块扰动较大。这些变化必然改

变了洞庭湖的生境条件,进而影响其生物多样性。有数据显示,洞庭湖渔业资源产量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始

终稳定在 2×10
4
～4×10

4
t,但是鱼类构成比例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产漂流性卵的大型鱼类和江湖洄游性鱼类的比例分别下降了

约 4%和 22%,而湖泊定居性鱼类的比例有所上升,占比超过 80%[44]。相对于水文变异前,变异后的水文情势变率明显减小,这为定居

性鱼类的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其占渔业资源的比例有所升高。径流变化不仅直接影响水生生态系统,对陆生生态系统同

样也会产生影响[45,46]。入湖水量的减少导致洞庭湖水位下降,洲滩出露时间提前并延长,加剧了湿地植被向湖心方向的正向演替
[47,48]。水文情势变异为外来入侵物种的生长和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杨树的入侵,挤占了原生湿地植被的生存空间,使得高

滩地植被逐渐向林地演变[49]。植被群落结构的变化也促使鸟类的群落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特别是以宽阔水域或水草区域为栖息

地和觅食地的湿地鸟类,其生存空间因杨树的入侵而逐渐消失,导致湿地鸟类数量减少,而林地鸟类比例则增加到 62%[50]。此外,

湿地植被群落结构和分布格局的改变还会影响水鸟的食物来源,严重破坏了水鸟的栖息地环境
[51]
。 

4 结论 

(1)洞庭湖出口径流量在 1960～2016 年整体呈下降趋势,并在 1976 年发生变异。洞庭湖出口的年生态径流指标均表现出较

强的波动性,尤其是水文变异后的变幅更大。年生态盈余和年生态赤字的多年变化范围分别为 0～0.39和 0～0.47,多年平均值分

别为 0.06和 0.09。 

(2)季节生态径流指标的变化特征差异较大。春季和冬季生态盈余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而夏季和秋季生态盈余变化不大;春

季、夏季和秋季生态赤字具有明显上升趋势,而冬季生态赤字保持着低水平波动。除冬季外,其他季节生态赤字都高于生态盈余,

且生态赤字的变化更频繁。季节生态变化总值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呈上升趋势,且在 1976年后的分布越来越离散,表明生态系统在

水文变异后发生了剧烈变化。 

(3)洞庭湖出口径流变化主要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生态赤字受降水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水文变异后。水利工程

建设、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等人类活动减少了高流量而增加了低流量,所以对季节生态径流指标的影响较大。 

(4)洞庭湖出口水情在变异后更加稳定,且洪峰流量明显下降,而枯水流量增加。根据径流变化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四项基本准

则可知,洞庭湖出口径流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密切,且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会随着径流特征的改变发生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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